
２０２６年第３期
２０２６年５月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ｏ.３，２０２６
Ｍａｙ２０２６

·“三农”问题·

新发展阶段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
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李登旺　仇焕广

　　摘要：建设高标准农田是提升耕地质量、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抓手。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了坚实保障。然而，当前建设标准不高、管护缺失等问

题凸显，折射出规划目标与耕地数量倒挂、建设任务与财力错配、建管用主体责任链条断裂、用途管控与产业

发展冲突等现实困境。进入新发展阶段，外部发展环境变化、极端气象灾害多发、农业新质生产力快速跃升、

耕地保护利益格局调整等因素交织，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出更高要求。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应坚持

质量效益和粮食产能提升导向，统筹增量建设与存量提升、规模扩张与强化管护、政府投资与主体参与、生产

力提升与生产关系变革等重大关系，科学调整规划布局，构建差异化标准体系，优化资金分配、考核激励和管

护机制，完善用途管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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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后备资源匮乏，保护良田、建设良田始终是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标准农田建设成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关键一环，国家为此

持续完善农田建设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大投入力度、提高建设标准、压实建设责任，累计建成１０亿
多亩高标准农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为１４亿多人的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进入新发展
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的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多，

加之气候变化、农业新质生产力、耕地保护利益格局等影响交织叠加，既凸显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紧迫

性和重要性，也显著增加了其系统性压力与政策复杂度，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并优化其建设路径与管护机

制，从而为更好发挥农田基础设施作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基础。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的影响评估，如对粮食产能（胡新艳、戴明宏，２０２２；龚燕玲、
张应良，２０２３；陈莉莉、彭继权，２０２４）、全要素生产率（孙学涛、张丽娟、王振华，２０２３）、农业碳排放（陈宇
斌、王森，２０２３）、化肥农药投入强度（梁志会、张露、张俊飚，２０２１；张梦玲、翁贞林、高雪萍，２０２３）、土地
流转（钱龙等，２０２３；王术坤、林文声，２０２３）与耕地撂荒状况（张禹书、张应良、龚燕玲，２０２３）等的实证分
析；也有部分文献探讨其概念特征（于法稳、孙韩小雪、刘月清，２０２４）、建设路径、绩效评价与监督机制
（张铎、王宾，２０２３；龚剑飞、张宜红，２０２２），或总结典型模式（师诺等，２０２２），借鉴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
农田建设的经验教训（韩杨、陈雨生、陈志敏，２０２２；陈五湖、蒋乃华，２０２２），提出启示性建议。总体而言，
现有研究视角多样、内容覆盖广泛，但仍普遍聚焦于项目建设及其微观效果，对新发展阶段高标准农田

建设面临的整体性困境缺乏顶层设计层面的观照，提出的政策建议在系统性、针对性上也有待提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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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现有研究的微观化、碎片化局限，本文系统梳理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发展历程与实践成效，循着“现

实困境—外部挑战—协同路径”的逻辑进路，对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外在形势进行系

统解构，进一步提出新发展阶段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管用”的实践路径。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成效

实现农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一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高标准农田”概念的提出，

既是上述发展目标的集中体现，也有着深刻的政策渊源。经过长期探索，我国农田建设管理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不断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高标准农田”概念形成与初步探索阶段：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

“高标准农田”概念是在长期的农田建设政策实践中逐步孕育和探索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

家大规模开展以防治水患为重点的农田水利建设，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１９６３年，邓小平提出了
“‘三五’计划要建设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第二步再搞五亿亩”的战略构想（武力、郑有贵，２０１３），尽管
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践，但在思想上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先导性认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
国家探索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对优质耕地实施特殊保护，同时开展以中低产田改造为重点的农业综合

开发。１９９８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要求“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度”，明确农业综合开发的重点是
改造中低产田，目标是“力争平原地区大部分耕地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丘陵山区人均达到半亩以上

高标准基本农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出台的《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提出，全面
提升基本农田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基本农田的生产能力，在河南等中部区建设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

高标准基本农田（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２０１４）。２００４年及其后多年，中央一号文件针对“高标准基
本农田”“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建设陆续作出部署，并逐步统一为“高标准农田”概念。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概念有所变化，但实现农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政策初衷一以贯之。

随着概念内涵的统一明晰，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阶段任务也逐步明确。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提出，“把八百个产粮大县的基本农田加快建成高标准农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１１）；当年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力争到 ２０２０年新建 ８亿亩高标准农田”（中国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年出台的《全国土地整治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提出，“‘十二五’期间再建设４亿亩高标准农田”（国
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２０１４）。这一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制度构建、政策实践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
效。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产稳产基本农田２亿多亩，耕地质量和粮食产能明显提升（张晏，
２０１２）。然而，不同部门分散管理、政策碎片化问题严重，标准不一、重复建设等现象普遍存在，制约了高
标准农田作用的发挥。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完善与快速推进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为解决不同部门分头实施导致的项目交叉、内容重复等问题，国家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体系和体

制机制进行了系统优化。一方面，在顶层设计上加强规划衔接、统一标准体系。高标准农田建设首次被

纳入“十二五”规划，地位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见图１）。随后出台的《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等，衔接各部门农田建设专项规划，统一了高标准

农田建设的总体目标、建设任务、技术要求等，初步构建起跨部门、全周期的技术规范体系。另一方面，

探索建立部门协调推进机制和多元化资金统筹机制。２０１７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提出健全“部门
联动、上下衔接、省负总责”的工作机制，推动不同渠道资金整合。财政、金融与社会资金协同推进的多

元化投入体系逐步形成。此外，为破解资金渠道多、使用分散问题，国家在湖南省开展了以高标准农田

建设为平台的涉农资金整合试点，探索“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资金统筹使用

机制（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２０２１）。伴随农田建设政策体系的持续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快速
推进。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５．６亿亩，耕地质量和粮食产能明显提升（郁静娴，
２０１８）。但是各部门项目实施统筹协调不够、衔接不足、重复建设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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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根据“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规划纲
要”以及《全国土地整治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等资料整理绘制。

图１：“十一五”时期以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与目标实现情况

（三）高标准农田统一建设管理与扩面提质阶段：２０１８年至今

２０１８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提出，“确保到２０２２年建成１０亿亩高标准农田”（中
共中央、国务院，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建成１０．７５亿亩
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２０２１）。为了适应建设任务大规模增加的新形势，提高
农田建设统筹管理效能，国家对农田建设管理体制机制作出重大改革，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入了集中统一

管理、扩面提质的系统推进阶段。

一是，进一步理顺农田建设管理体制。２０１８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分散于发展改革、财政、农业等
部委的农田建设管理职责整合至农业农村部，彻底改变了多头分散管理局面，实现了规划布局、建设标

准、组织实施、验收考核等统一管理。二是，持续拓展多元化资金筹集渠道。机构改革后，国家将原由各

部门分散管理的农田建设资金，整合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农田建设补助资金专项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补

助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两个渠道，并不断加大投入力度。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中央资金投入高标准农田建
设累计近４０００亿元（常钦，２０２３）；２０２３年底又通过增发特别国债安排了１２５４亿元；２０２４年进一步提高
了中央和省级投资补助水平，亩均中央财政投入金额从２０１９年的１０５４元提高至２０２４年的２４００元①，
提高了１２７．７％。三是，探索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机制。国家先后出台《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
法》等政策，围绕设施责任界定、管护资金筹措和运行机制建设等重点环节，探索建立职责清晰、机制明

确的工程设施管护制度体系，为高标准农田“建管用”全周期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逐步建立起以规划布局、建设标准、组织实施、验收考核、上图入库等“五统一”

为特征的农田建设管理格局，规划方案、规章办法、技术标准等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为全面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见图２）。截至２０２４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１０．４５亿亩（黄汉权，２０２５），
分别约占耕地总面积的５４．１７％和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６７．５９％，巩固提升了粮食产能，有力保障了国
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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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就２０２３年全年财政收支情况举行发布会”，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ｌｉａｎｂｏ／ｆａｂｕ／２０２４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２９６２７．ｈｔ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绘制。

图２：农田建设管理制度体系

二、当前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伴随高标准农田规模的快速扩张，建设质量不高、利用效率偏低等问题日益凸显，折射出建设中存

在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缺陷，成为制约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突出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规

划目标与建设任务错配、建设任务与地方财力失衡、“建管用”主体错位与责任链条断裂、用途管控与产

业发展冲突等。

（一）规划目标与建设任务倒挂，空间布局有待调整

近年来，国家根据耕地空间布局变化和各省份耕地保有量现状，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进行了调

整。在“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战略部署下，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调整，使得《全

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确定的建设任务、空间布局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不符，因
而亟须对规划作出优化。

一方面，部分省份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调减，导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大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目标，出现了“任务倒挂、无地可建”问题。如四川、浙江、广东分别调减永久基本农田１４８６．１２万亩、７４６
万亩、６４１万亩，调整后较原规划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减少 ４６．１２万亩、１９７万亩、３９８万亩。另一方面，
部分省份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大幅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亦须同步增加。如内蒙古、黑龙江、

新疆等省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分别增加了４０８２．８２万亩、３６８１万亩、２９１３．８３万亩，相较于原定建
设任务至少增加７３８２．８２万亩、７６１４万亩、３８４８．８３万亩（见表１）。因此，亟须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作出修订，统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空间布局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表１：２０３５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与２０３０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差值 （单位：万亩）

省份 保护目标 建设任务 差值 省份 保护目标 建设任务 差值

黑龙江 ２０３２７ １２７１３ ７６１４ 宁夏 １４２４ １２００ ２２４
内蒙古 １３３８２．８２ ６０００ ７３８２．８２ 江西 ３５４５．４３ ３３３０ ２１５．４３
新疆 ８２２３．８３ ４３７５ ３８４８．８３ 青海 ７３７．１１ ５４８ １８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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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省份 保护目标 建设任务 差值 省份 保护目标 建设任务 差值

甘肃 ６３７８ ３３６８ ３０１０ 湖南 ４８０４．１２ ４６４３ １６１．１２
吉林 ８２０１ ５８３２ ２３６９ 重庆 ２０６４ １９６０ １０４
辽宁 ６２５０．６７ ４２１９ ２０３１．６７ 山东 ８４１２．２ ８３２０ ９２．２
河北 ７６６５ ５７７５ １８９０ 海南 ６３８ ５４６ ９２
山西 ４７４８ ２８６０ １８８８ 北京 １５０ １３９ １１
云南 ５７０９ ４３５０ １３５９ 上海 １５０ １９４ －４４
贵州 ３６１２ ２５１５ １０９７ 福建 １２１５ １２６０ －４５
广西 ４３０６ ３３８９ ９１７ 四川 ６３０６．８８ ６３５３ －４６．１２
陕西 ３３７７．６ ２６１７ ７６０．６ 天津 ４０９．４４ ４６３ －５３．５６
湖北 ５９５０ ５３０９ ６４１ 西藏 ４８７．２９ ５６６ －７８．７１
江苏 ５３４４ ４９２６ ４１８ 广东 ２５２３ ２７２０ －１９７
安徽 ７１４３．５６ ６７５０ ３９３．５６ 浙江 １６５２ ２０５０ －３９８
河南 ９８３７．８９ ９４５９ ３７８．８９ — — — —

　　数据来源：“到２０３５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数据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整
理；“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数据来自国务院批复的《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

（二）建设任务与地方财力错配，资金投入有待优化

随着耕地空间布局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大幅调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的区域分布格局明显

变化，使不同地区面临的建设压力显著分化。总体来看，建设任务向东北、西北等地区集中，但这些地区

普遍财力较弱，资金保障水平有限；而经济发达地区却因任务调减，建设压力相对减轻，形成“任务加重、

财力羸弱”与“任务减轻、财力充裕”的结构性错配。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大幅增加的省份主要集中在

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吉林、辽宁、甘肃等东北和西北地区，其中仅东北三省一区就增加了９３００余万亩；
而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四川等经济相对发达省份的建设任务均大幅调减（见图３）。这种错配
不仅影响建设进度，也加剧了地区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不均衡性。

图３：２０２３年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增减情况

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本的持续上升进一步加大地方财政压力。在实践中，高标准农田建设一般遵循

先易后难原则，优先在集中连片、施工条件较好的区域实施。随着建设的持续推进，待建成高标准农田

的耕地质量较低，普遍存在耕地破碎、地表起伏、基础设施缺乏、土壤贫瘠等问题，建设难度明显增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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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持续攀升。更为突出的是，水土资源空间错配也加剧了区域性财政压力。受耕地布局“北移西进”影

响，新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等地区，但这些地区普遍面临水资源紧张、灌排设施

薄弱等问题。据统计，全国１５．４６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中，约有４．７亿亩分布在黄河、海河、西北诸河以及
辽河等水资源紧缺地区，其中约有８０００万亩属于水资源超载区（包松娅，２０２３）。在上述区域开展高标
准农田建设，需要同步建设大中型引水工程、干渠体系和蓄水设施，技术复杂度、投资强度远超常规田间

工程。这意味着，建设任务的转移实质上也带来了建设内容的结构性升级，使本就财力有限的地区面临

更为严峻的资金筹措压力。

在建设任务与财力错配的背景下，对建设规模和进度的硬性要求叠加以经济增长等为核心的考核

导向，客观上挤压了地方在保增长与保标准之间的选择空间。一些地区为按时完成建设面积指标，压缩

投资标准甚至简化部分设施，导致在工程层面出现“低配版高标田”现象。在财政资源配置明显偏向见

效快、税源清晰的二三产业项目的导向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实践中被挤压和异化为单纯的“面积任

务”，导致其提升粮食产能的实质成效不彰。

（三）“建管用”主体责任链条断裂，建后管护亟待加强

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提升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通过土地平整和土壤改良、田间道路、灌溉排水、输配

电以及农田防护等工程措施进行综合配套，同步推广应用现代农业科技服务、健全工程管护措施。① 就

其本质而言，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一系列公共属性差异显著的农田基础设施的组合供应，呈现出设施空间

布局分散、产权归属分散等特征。这决定了其有效供给和管护机制较为复杂，需要政府、村集体、承包农

户和经营主体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分层分类明确不同主体建管责任、厘清权责边界。然而，现行高标

准农田管护体系仍存在诸多内在缺陷和运行障碍，尚未形成权责清晰、协调高效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多元主体权责不清、协同不足。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由政府投资、委托市场主体建设，

设施产权普遍归属乡镇政府或村集体，再由经营主体实际使用。由于严格的招投标制度和复杂的审批

程序限制，村集体和新型经营主体普遍缺乏资质，难以参与建设，造成建设内容与生产实际需求脱节。

已建农田普遍呈现投资主体、产权主体、使用主体分离格局，责任边界模糊。在上述建设机制下，高标准

农田项目的方案设计和工程实施更多回应政府部门的技术规范和投资约束，而非经营主体的差异化需

求。实际经营主体缺乏对建设内容和标准的实质参与，引发了“工程完工、使用不便”问题。如部分田

块虽完成整治，但地块形状和道路布局不利于农机作业；一些灌排设施位置、规格与种植制度不匹配，利

用率偏低。

另一方面，随着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进一步分离，农田基础设施管护主体愈发难以锁定，导致责

任链条断裂。改革开放以来，农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所有权主体，承

担灌溉渠系、机耕路、小型水利工程等设施的建设、维护责任，承包农户作为经营主体，则承担田间小型

工程的日常维护并服从集体的投工投劳要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快速发展，农

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主体进一步分离，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管护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村集体提供

公共设施的能力仍然有限，部分承包农户退出农业生产后缺乏建设管护动力；而新型经营主体虽有改善

需求，却受制于租期较短、产权不稳等约束，不愿进行长期投资，部分短期承租主体则倾向于“只利用、不

管护”。此外，管护资金保障不足、机制缺位。当前管护经费主要依赖财政投入，但受制于地方经济发展

压力加大、财力不足及制度保障缺乏，难以保障持续投入。由此，“建管用”主体错位与责任链条断裂，

不仅削弱了工程质量和运行维护保障，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高标准农田建设低效问题。

（四）用途管控与产业发展冲突，管控机制有待健全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化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强调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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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主要用于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然而随着管控标准趋严、建成规模快速扩张，

上述用途管控规则在实践中面临执行难题。从政策演进看，耕地用途管控的重点长期聚焦于防止非农

化，对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缺乏规制，而高标准农田建设明显滞后于农业结构调整。因此，各地普遍存在

利用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种植“非粮”作物的情况，一些地区已经发展成了农业主导产业或特色

产业，如山东潍坊蔬菜产业、新疆阿克苏棉花产业等。如果严格按统一粮食生产用途强制实施用途管

控，既可能影响区域主导产业发展，也会压缩农民收益空间，造成保障粮食安全与地方发展、农民增收等

多元目标冲突，削弱了地方政府和农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积极性。长期来看，未来永久基本农田全

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粮食优先保障与农业多元目标之间的张力将持续显现。如何在不削弱粮食安全保

障能力的前提下，提升用途调适弹性，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高标准农田用途分区分级管控机制，已成为

推进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利用的关键一环。

三、新发展阶段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的外部形势与战略要求

进入新发展阶段，国际地缘格局演变、气候变化风险加剧以及农业新质生产力快速跃升，对高标准

农田建设的制度韧性与功能拓展提出更高要求。同时，高标准农田规模的持续扩张，加剧中央与地方、

主产区与主销区在粮食安全、耕地保护等领域的深层博弈，引发财政分担、权责划分与收益分配等一系

列治理新课题。

（一）外部发展环境复杂严峻，迫切需要强化高标准农田稳产保供“压舱石”作用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在变乱交织中加速演进，地缘冲突延宕升级，“脱钩断链”愈演愈烈，粮食“政治

化”“武器化”趋势愈加明显。粮食安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牢牢掌握发展和安全主动权的

“压舱石”。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仍面临多重挑战。首先，粮食需求呈现刚性增长趋势。城乡居民食

物消费已从以主粮为主的口粮型结构，转向以肉蛋奶为主的营养型结构，推动饲料粮消费持续上升；粮

食作为畜禽产业链的中间投入品，间接消费量快速增长，成为粮食需求的重要拉力。在未来一段时期，

“人缺油”“畜缺粮”等结构性矛盾将持续存在，对稳定粮食供给基础提出更高要求（仇焕广、李登旺，

２０２５）。其次，粮食进口带来的系统性输入风险不断凸显。２０１３～２０２４年，我国粮食进口量由８６４５万
吨增长至１．５８亿吨，增幅达８２．２２％。① 尽管进口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供需紧张、减轻了资源压力，
但“国别集中、品种集中、通道集中”的格局使我国在全球粮食市场波动中面临断供、涨价、封锁等风险，

削弱了国家粮食安全体系的可控性和自主性（李天祥、许银珊、钟钰，２０２２；仇焕广等，２０２２）。三是守住
耕地红线的基础尚不托底。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十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１．１３亿亩②，虽然２０２１年以来
耕地面积略有回升，但新增耕地质量整体偏低；随着耕地资源重心“北移西进”，水土资源错配问题加

剧，进一步放大了粮食生产系统的不确定性（张云华、张诩，２０２３）。在外部变局与内部约束交织的背景
下，急需进一步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发挥其在提升系统韧性、稳住产能底盘、对冲外部冲击中的核心支

柱作用。

（二）极端气象灾害频发重发，迫切需要提升高标准农田生产韧性与适应能力

全球气候变化正深刻影响粮食生产系统的稳定性与安全性（陈志钢、胡霜，２０２４）。我国是全球气
候变暖最为敏感的国家之一，地表温度升高速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同时呈现出降水时空分布更趋不

均、极端灾害性事件增多的趋势（李慧，２０２１）。据统计，１９６１～２０２３年我国气温每１０年上升０．３℃，同
期降水量每１０年增加５．２毫米，２０２３年黄淮、东北、华北等流域年降水量比常年偏多１０％以上（中国气
象局气候变化中心，２０２４）。虽然北方气候趋暖趋湿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可耕地边界，但极端高温、干旱
和洪涝灾害对粮食主产区带来较大不利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四次国家信息通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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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２０１３年数据来自《２０１４中国粮食年鉴》，２０２４年数据来自海关总署“２０２４年１２月全国进口重点商品量值表”，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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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我国农业干旱灾害综合损失率平均每十年上升０．５％，极端降水导致的农业洪涝灾害“南
强北增”，整体呈显著加剧态势（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２０２４）。近十年，全国农作物年均受灾面
积高达３．１亿亩，粮食年均损失约５８０亿斤，且灾害多集中在作物关键播种和收获节点，防灾减灾难度
大幅提升。

提升农田系统对气候扰动的适应能力与生产韧性，成为高标准农田建设不可回避的战略任务。然

而，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仍普遍存在经验路径依赖问题，尤其是规划设计、建设内容对气候变化响应

不足。如北方地区普遍存在“旱区思维”，农田基础设施以节水抗旱为主导，排涝设施配置滞后；近年

来，随着雨带北移，华北、东北等地洪灾频发，严重冲击粮食生产能力。因此，高标准农田建设必须摒弃

“旱区思维”、融入韧性理念，在规划设计阶段引入气候预测、区域灾害模拟与工程风险评估机制，通过

制度设计与技术配置协同，提升农田基础设施对极端气象事件的应对能力，实现有灾能防、大灾少减、无

灾能丰的韧性目标。

（三）农业新质生产力快速跃升，迫切需要推动高标准农田功能重构与制度适配

当前，以智能农机装备、生物育种、数字农业、绿色低碳技术为代表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张

海鹏、王智晨，２０２４），对农田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适配性、协同性和系统性要求。农田系统作为农业
生产的空间载体，其功能边界正在由单一满足机械化耕作向承载新质生产要素体系扩展，建设理念与管

护机制亟须同步更新。

一方面，农田建设的功能边界正在拓展重构。在数字农业和智慧农业场景下，高标准农田不仅要满

足大型机械作业的基本要求，还要支持精准灌溉、信息采集、智能控制、绿色防控等新质功能。这就要求

农田空间在形态、基础设施和生态结构上实现系统性再设计，从传统的“田、水、路、电”配套，转向“感、

联、算、控”等信息要素的综合配置。高标准农田为集成推广良种良法、先进农机和节水节肥等技术提供

了物质载体，农业新质生产力则通过精准施肥、密植优化、病虫害统防统治、智慧监测与决策支持等手

段，将工程优势转化为稳定的单产和效益优势。因此，高标准农田的“高标准”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工程

设施的完备，更在于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推动农田生产能力的持续跃升。

另一方面，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管护机制也应同步优化。农田功能的跃迁意味着制度安排不能再停

留于“一次性工程建设”逻辑，而应转向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管用”一体化的治理体系。这不仅包括责

任主体的重新界定、投资机制的优化设计，还包括标准体系的柔性更新与多元参与机制的系统嵌入。如

果制度供给滞后于功能演变，不仅会导致“建而难用”“用而难管”，更将制约新质生产要素在农田系统

的持续集成与升级。从“技术—制度”互构角度来看，高标准农田的功能重构与制度适配应被视为一体

化过程，即技术进步催生功能升级，功能变迁反过来要求制度体系的同步演进。未来高标准农田建设必

须跳出工程导向的路径依赖，强化战略前瞻性与制度响应力，统筹考虑农田对未来新质要素的承载需

求，在制度安排上预留更新空间，构建能够适配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农田基础设施体系，从而实现科

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驱动发展格局（张媛媛，２０２５）。

（四）多重利益格局深度调整，迫切需要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协同治理机制

随着建设规模快速扩张、财政投入持续增加、用途管控日趋严格，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超越了农业

生产力提升的工程项目范畴，正演变为一场涉及多方利益格局调整、农业生产关系重塑的系统性变革。

一方面，高标准农田建设正在引发多层次利益格局调整。在宏观层面，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中央要

粮食、地方要发展”的博弈格局，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建设任务加重但普遍财力薄弱，亟须完善纵向财政转

移支付机制（张广辉、崔疏星、李梓旗，２０２５）。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主产区承担耕地保护、财政投
入，以及用途管控带来的发展权损失，而主销区受益较多、分担不足，导致成本与收益不对称，亟须创新

构建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加以平衡（龙文进等，２０２５）。另一方面，高标准农田建设加速了农业生产要素
重组和生产关系重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演进的自然过程，而快速推进

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明显加速了这一进程。为实现集中连片、土地平整，高标准农田建设往往打破原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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埂与零碎格局，在项目实施和权属调整中，普遍伴随土地经营权流转，加速推动了土地向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在此过程中，如何有效保障原承包农户，尤其是小农户在失去土地经营权

后的可持续生计，成为关系农民福祉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

在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和生产关系快速重构的背景下，未来必须构建纵向有力、横向平衡、微观可持

续的协同治理机制。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强化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责任共担，通过建立产销区横向补

偿机制实现区域间利益均衡，同时在微观层面规范土地流转、健全农民权益保障制度，以确保不同主体

在利益调整中实现权责匹配、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

四、新发展阶段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管用”的实践路径

进入新发展阶段，高标准农田建设正处于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工程推进向系统治理转型的关键

时期。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管用”，应以提升粮食产能为核心目标，处理好增量建设与存量提升、

工程建设与管护利用、政府投资与主体利用、利益均衡与公平长效以及生产力提升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关

系，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标准体系、投资机制和管护机制，推动形成规划科学、建设精细、管护

长效、用途合理的“建管用”新格局。

（一）调整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提高保护目标与建设任务匹配度

一是，严格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确保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不

突破，守牢高标准农田的数量基础。二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

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要求，以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已建高标准农田以及拟建高标准农田建设规

划为基础，优化调整各地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合理安排建设时序，因地制宜明确建设重点和投资

标准。三是，建立区域建设任务差异化调节机制，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净增加地区（如黑龙江、内蒙

古、新疆等）适当提高建设任务与投入强度，引导建设向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粮食安全产业带集中。四是，

稳妥推动水热光条件好的南方省份恢复流失的优质耕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并建设为高标

准农田，有效遏制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南减北增”加剧势头。

（二）构建区域差异化标准体系，提升建设标准与资源条件的适配性

新时代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着区域水热条件差异显著、资源禀赋不均、水利基础能力参差不

齐等现实制约，因而实现以有限资源支撑高质量建设目标，必须建立差异化、适配性的标准体系。一是，

构建基于“以水定地”原则的分区标准框架，结合水资源承载能力与耕地利用潜力，划定不同类型建设

分区。在具备调水条件地区，强化大中型水利工程与小型田间工程协同推进，提升基础灌排保障能力；

在降水基本满足需求地区，发展雨养农业；在干旱、半干旱区，则因地制宜发展旱作农业、节水农业等适

应性技术体系。二是，统筹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与高标准农田耦合布局，科学编制全国农田灌溉发展规

划，构建“蓄、引、提、输、排”灌排全链条工程体系，系统提升农田灌排能力与粮食产能弹性。三是，加快

推进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优先支持其范围内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推动形成“核心灌

区—高标准农田”联动机制，提升区域性产能支撑强度。四是，完善工程运行保障机制，严格执行农业灌

溉水源与设施占用补偿制度，推动节水型、生态型灌区建设，提升农田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与环境友好

性。此外，在质量标准体系设计上，应当由单一强调建设规模、面积达标，转向更加注重产能达标、效益

达标。适度提高农田产能、稳产保供能力等指标权重，将粮食单产、单产稳定系数等结果性指标纳入标

准体系；同时，将土壤有机质含量、耕作层厚度等关键因素与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主要作物类型统筹考

虑，推动工程建设标准与土壤改良、品种布局、耕作制度等一体设计，引导高标准农田建设从“以面积论

英雄”转向“以产能和效益论成效”。

（三）建立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优化地区间资金配置

一是，优化调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政策。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支持力度、提高土地出让收

入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比例，鼓励地方政府在债务限额内发行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债券，建立健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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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稳定增长机制，保障建设资金供给，提高建设投入标准。二是，探索构建财政、金融、社会资本、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协同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在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压实地方政府投入责任的基础上，发挥财

政资金撬动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强化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信贷支持，如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贴息贷

款、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债券项目设计与承销等；创新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指标认定、交

易与收益分配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三是，适应建设任务区域布局变化，实现资金

分配重点向新增任务量较多的地区倾斜。将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结果、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情况纳入

粮食主产区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调减的省份按标准缴纳补偿费用，由国家统

筹用于奖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调增的省份，调动调增省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积极性。四是，鼓励各

地多渠道筹资，探索运用平台化、企业化、债券化、基金化机制和办法，即组建或运用现有平台公司，采取

企业化运营方式，通过政府债券、投资基金、中长期贷款等多元化方法投融资。此外，应配套完善考核评

价和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地方政府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内生动力。完善粮食主产区的综合考

核体系，在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的前提下，适度降低对单一 ＧＤＰ指标的依赖，提高高标准农田占比、产
能提升等指标权重；建立考核结果与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安排相挂钩的激励机制，对长期稳定承担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粮食生产任务的地区，在一般性转移支付、项目布局等方面给予倾斜。

（四）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强化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

农田基础设施的公共品属性决定其管护体系必须制度化、责任化，亟须建立跨主体、跨层级、跨周期

相衔接的运行管护机制，推动工程项目从“交付完成”向“功能长效”转变。一是，明确设施类别与权责

体系，构建分级分类的管护责任框架。根据田、土、水、路、林、电等不同设施的空间属性和技术属性，厘

清产权归属、管护主体和资金来源，将管护责任清单化、制度化。国家层面应尽快出台管护机制设计指

导意见，为各地完善管护机制提供依据。二是，健全经费保障机制，提升管护能力的财政可持续性。明

确建设资金以中央投入为主、管护经费由地方统筹保障的权责分工，推动将管护支出纳入财政预算和项

目设计，形成稳定、规范的经费安排。三是，建立专业机构与队伍，夯实治理能力基础。借鉴水利部门经

验，探索在乡镇设立农田工程运维站或区域管护平台，推动建管分离、权责清晰、属地负责。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具备条件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承担部分技术性、常态化运维工作，提升专业化水

平。四是，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动力，拓展社会化管护机制。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集体经济组

织深度参与，通过产权量化、收益分成、组织嵌入等方式调动积极性。鼓励地方探索“投融建运管”一体

化、市场化项目运作模式，引导金融资本、专业运营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运维体系。此外，应强化技术服

务和经营管理对单产提升的支撑作用。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关

键技术在高标准农田的集成应用；通过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等方式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稳步推进数字

农业建设，健全以作业规范、成本核算等为核心的管理制度，推动高标准农田产能稳定提升和效益持

续改善。

（五）落实大食物观要求，完善高标准农田用途管制规则

以提升高标准农田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兼顾油料、糖料、棉花等重要农产品、蔬菜等“菜篮子”农

产品有效保障，完善永久基本农田种植用途管控机制，在不破坏耕作层的前提下，可以用于其他食物生

产。建立耕地种植用途平急转换机制，确保在一个生产周期内能转换为粮食生产，保障极端情况下能产

粮、多产粮。以是否破坏耕地耕作层和降低粮食生产能力为核心依据，分区域因地制宜制定高标准农田

作物种植许可目录和管理办法，允许一年两熟以上地区在完成一季粮食生产后种植其他作物。区分存

量和增量，对于用途管制规则出台前已经形成的存量高标准农田“非粮化”问题，应合情合理把握高标

准农田恢复准入目录作物种植的时度效；对于新建设高标准农田，严格执行许可目录和管理办法。加强

高标准农田用途监管，明确违反高标准农田用途管制规则行为的具体罚则，确保高标准农田用途管制规

则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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